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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探析
——基于文献和地方实践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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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第二轮土地延包试点推进的背景下，如何做到群众认可、规范清晰地界定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资格是现阶段我国农村最为紧迫的问题。为理清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现状，从学术文献、地

方和司法实践方面对成员资格认定问题进行了归纳综述；总结了学界和政策中逐步规范使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这一概念，但成员资格认定的具体标准未统一，实践途径中的集体决议、地方立法、司法指导和司法裁判也面临做法不

一的事实困境；最后指出了未来学术研究的主流和方向，未来国家层面的立法中也应是仅给出核心要素或基本标准，具

体标准则因地制宜，为地方实践预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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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因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纠纷和集体资产

收益分配产生冲突的司法案件愈来愈多，但有资

格才有权利，所以冲突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其资格认定也是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在第二轮土地承包

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试点中，农民们最为关心涉及

的其经济利益问题中，首要问题也是其成员资格

认定，因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

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成员资格背后的实质是

基于成员资格的成员权问题［1］，是否具有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不仅关乎农民的监督选

举权、平等居住权等基本权利能否得以实现，也

直接关乎农户集体财产权益如生产资料分配权和

集体土地征收能否获得补偿等［2］。在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和土地延包试点推进的背景下，如何

无争议地清晰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现阶

段我国农村最为紧迫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6 年和 2019 年先后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以及 《关于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要

求各级政府统筹考虑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包关

系和对集体积累贡献等因素，开展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工作。学术界也在不断探索，

为国家层面立法和地方实践提供一些思路和依

据。如学者程诗棋和房绍坤等专门探讨了特殊群

体“外嫁女”的成员资格认定［3⁃4］；刘灵辉等特

别明确“农村大学生”的成员资格和权益［5］；江

晓华和刘高勇等从司法裁判及合法性来研究认定

途径［1，6］；马翠萍等和李博阳则从试点地区总结

提炼经验［7⁃8］；王月英、吴昭军和韩俊英等学者

则以不同的视角来探索认定模式［2，9⁃10］。

为了不忘来时路，走好前行的路，本研究从

学理和实践两个方面来剖析目前集体成员资格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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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准存在的差异与事实困境。具体而言，梳理

了目前学界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研究

现状和学界争论的焦点，如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及成员资格认定的内涵研究、成员资格的主体和

认定标准的探讨；同时，总结了目前地方和司法

实践中的认定途径及其现实困境；此外，分析了

未来研究的主流和方向，以及统一认定标准的途

径。这对下一步学术的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法成员资格认定标准法律化至关重要。

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学

理认定  

学术界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

标准研究中产生的观点，百家争鸣，未能达成一

致。研究探讨的内容，更多地体现在学术称谓的

内涵、认定主体和认定标准三个方面。

（（一一）） 学术称谓辨析　学术称谓辨析　

1.  “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在探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具体标

准之前，需要先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定义内

涵，且有必要区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

民集体”两个概念。2023 年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法 （草案）》 中给出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概

念界定，是指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依法代表

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

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地区性经济组织①，

学界也有过类似界定②；而农民集体只是对一个

特定人群的代称，并不存在一个叫农民集体的组

织［11］。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属于抽象的农民集体所

有，所以原物权法、民法典以及 2023 年的 《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法 （草案）》 中又规定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作为特别法人，代表农民集体 （实质是代

表全体集体成员或说是本集体成员集体） 行使所

有权［12］。从历史的实际情况看来，目前农村各地

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非完全健全存在，重建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也非一朝一夕即可，所以有些地

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由村民委员会或村民

小组代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替代农民集体成

为所有权行使主体［13］，故此出现农民集体所有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并存现象［11］。也有学者指

出，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实质具有一

致性［11，14］，主要的区别是称谓的差异，而这差异

区别的关键在于是否设置了独立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14］。

2.  “农村集体成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　

在辨析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础

上，需进一步明确其成员资格的含义和称谓。秦

静云曾就发现并指出 [15]，相关法律、政策文件以及

不同学者研究中，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集体成员”、“农村/农民集体成员”等称谓使用不

一，随意互换概念。学界的表述主要是“农村集体

经 济 组 织 成 员 ”和“ 农 村/农 民 集 体 成 员 ”两

种 [16⁃29，30⁃35]。其实大多数学者提及时其本质内涵和

研究对象均是指的同一群人，即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并常以此来区分村民 [11]。

近年来政策制定者对农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认识也愈加透彻，在政策中愈加清晰地

使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概念，这一点也在

不断推进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得到体现，

2016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中明确表明“做好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的工作”；以及 2019 年

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亦指出，要“指导农村集体经

济 组 织 在 民 主 协 商 的 基 础 上 ， 做 好 成 员 身 份

确认”。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推进中，对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和本质认识不断深化，政策

表达中逐步规范使用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这一概念。所以笔者在本研究综述成员资格

认定问题时也统一使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这一称谓③。此外，所谓“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

身份甄别，明确哪些人员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哪些人员不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过

程 ， 包 括 资 格 的 取 得 、 资 格 的 保 留 和 资 格 的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

案）》第二条。

②    管洪彦教授曾给出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具体

内涵：“已乡（镇）、村、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建立

的合作经营、民主管理、服务成员的社区性合作经济组

织”。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见参考文献[13]。
③    为不显冗余，无特殊说明，本研究中出现的“集体

成员”即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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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

（（二二）） 成员资格认定主体的争鸣　成员资格认定主体的争鸣　

成员资格认定主体是制定成员资格标准、组

织实施成员资格认定过程的组织，学术界对此有

着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村民委员会、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地方人民政府和地方

法院等。

对于村民委员会作为认定主体，房绍坤等研

究表明，农村地区实践中由村委会作为集体成员

资格认定主体的情形最为普遍，但村民委员会或

村民小组无权干涉，不能作为集体成员资格认定

主体，且村民不等同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以

不能通过村民表决的方式认定是否具有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资格［4］。基于此，故有秦静云、许中

缘、肖新嘉和唐浩等学者认为，集体成员资格认

定因事关农村集体成员的权益，可以由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来认定［15，17，21⁃22］。在乡村自治

的原则下，成员集体还可通过民主表决，接纳新

成员或给予其集体成员资格，但需符合国家或地

方的法律法规。而以地方人民政府作为认定主体

的观点，得到了程诗棋、王丽惠、赵贵龙和王月

英等学者的认可［2⁃3，32，36］。王月英从土地制度历

史的角度考虑，认为裁判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资格标准的法律属于公法，需要行政机关去

加以执行，可由地方人民政府先行处理，地方政

府对村民小组生产生活比较了解，沟通方便，可

减少抵触情绪［2⁃3］。不过学者王丽惠指出，行政

认定干预要寻求平衡，防止强干预下造成资格认

定冲突［32］；赵贵龙则表明各级政府需坚持法治思

维，努力实现行政行为的法治化［29］。此外，在各

地实践中，地方法院或司法局也常为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提供司法救济，目前学者江保国、房

绍坤、刘高勇等、江晓华和鞠海亭等形成的主流

观点也是认同司法介入，但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

的特殊性，司法的介入应当充分把握好必要的限

度［1，4，6，29，37］。鉴于成员资格的界定难以单独由

一方完成，唐浩和张聪认为需要由村集体经济组

织和国家共同来界定［38］。

（（三三）） 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的争鸣　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的争鸣　

认定标准是取得集体成员资格的条件，大量

文献对此进行了论述，主要有“单一标准论”和

“复合标准论”两种观点。在“单一标准”中，

一般是唯“户籍”论；在“复合标准”中则包括  
“基本生活/生存保障”、“生产、生活”、“权利义

务”、“承包地”、“对集体的贡献”和“资产份

额”等。直接以“户籍”作为标准，执行起来很

简单，但现阶段人口流动大，常住人口和户籍人

口的脱钩，户籍认定制度不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趋

势，所以唯“户籍”论［20］ 也愈来愈少，更多的

是支持“户籍+”的复合标准［22，39⁃40］，地方性立

法实践中也普遍应用。但是“户籍+”的复合标

准由于需要考量因素较多，且没有具体量化的标

准，所以难以统一而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7］。

从表 1 学界关于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的争议中可以

发现，除了户籍因素之外，“基本生活/生存保

障”是学者探讨较多的因素，“基本生存保障”

表 1　学术界关于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的争议

学者

吴昭军［9］

王月英等［2］

许明月［20］

房绍坤［4］

刘高勇等［1］

马翠萍等［7］

肖新嘉［22］

唐  浩［33］

高  飞［24］

刘竞元［23］

陈美球等［25］

吴春香［27］

张明慧等［41］

管洪彦［39］

考虑的关键因素

基本生存保障 （首要） +血缘地缘或婚姻关系+户籍

基本生活保障+唯一性+姻亲血缘联系

户籍 （基本依据）

土地生活保障标准 （基本依据） +户籍和固定的生产生活 （辅助依据）

基本生存保障+权利义务

基本生活保障 （西部）  +生产生活关系 （中部）

社会保障 （实质标准） +义务 （形式标准）

户籍+以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在村庄固定生产生活

户籍+基本生存保障

对集体的贡献或是否享有集体“资产份额”

综合考虑户籍、土地承包权、权利义务、生产生活、土地保障等

户口+生产生活+以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

户口为基础

户籍+长期固定的生产与生活关系+生活保障基础

55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22 卷 （第  6 期） 2023 年

因素已成为大部分学者在讨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标准时不可缺少的方面，且将其作为实质或

核心标准，这也是我国土地集体所有制制度优越

性的体现［9，42］。吴昭君认为基本生存保障因素应

为首要考量因素［9］；许中缘等和马翠萍等，指出

应以“是否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为基本生存保

障”作为本质因素［7，21］；房绍坤等也着重提出，

土地生活保障标准是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

间联系的最本质因素，应将此作为认定的基本依

据［4］。同时，许多试点地区在成员资格认定中，

也主要是用“基本生活/生存保障”因素来判定

特殊群体是否还具有成员资格。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判断依据或考虑因素。

例如“生产、生活”，看是否形成固定生产生活

关系［4，33］或是否在农村实际生活；又如“权利义

务”因素，看是否履行了村民义务［7，25］；及“拥

有承包地”因素，看是否拥有土地承包权或承包

地［25］，河南、内蒙古、青海、江西、陕西等试点

地区是典型代表［7］。也有学者从产权理论的角度

来考虑，以是否享有集体“资产份额”作为成员

资格得丧变更的正当性基础和判断依据［23］。

三、成员资格认定的地方和司法

实践  

长期以来，国家层面的立法缺失，相应的调

控机制未以法律文本形式出现，为应对现实中成

员资格问题引发的土地权益纠纷等问题，目前，

地方政府和司法实践中已探索了对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资格认定的途径，主要体现在集体决议、地

方立法和司法实践三个方面。

（（一一）） 村民自治下的集体决议与现实困境　村民自治下的集体决议与现实困境　

《宪法》 规定①我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原则，

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大多数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或村委会，能以章程或约定俗成村规民约

的形成明确本村的成员资格认定标准，这些标准

符合大多数成员意愿，并通过集体决议的途径来

进行成员资格认定［26］。所以，集体决议成为主要

的成员资格调控方式具有实际可行性，要充分发

挥农村集体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作用［27，41］。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裁判文书中，

有学者［24，39］ 研究发现，涉及村规民约的案件高

达 48%。

由农村集体成员通过集体决议来表决某个村

民是否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看似是

公平且合理的，但村民自治下制定的章程或村规

民约合法性和公正性有限，并且其运作缺乏有效

的监督和制约［1］。因事关农村集体成员的权益，

部分村规民约在涉及集体成员资格认定时，脱离

了“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

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

法财产权利的内容”的法律制约②，所以集体决

议变成了“多数人的暴政”［24］。而且，国家关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立法标准长期

缺失，即便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中规定统一

标准，但并不具体，具体执行起来，依旧是多数

人损害少数人尤其是损害特殊群体成员合法权益

的情况时常发生，有损成员资格认定程序的合理

性，严重影响成员资格认定结果的公正性［4］。此

外，到底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会议还是村民

（代表） 会议民主决议，如大化瑶族自治县和盐

城市大丰区，各地一直也未统一，但 2023 年 《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草案）》 中，则明确了是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认定主体中“成员集体”究竟所指哪个集体的

争议。

（（二二）） 地方立法与现实困境　地方立法与现实困境　

地方立法主要体现在地方性法规或地方规范

性文件。在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中，

各地印发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标准

的相关文件，指导地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

格认定。其中省级规范文件有 《浙江省村经济合

作社组织条例》 ③ 《湖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

理办法》 ④ 《江苏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 ⑤

《天津市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指导办法

（试行）》 ⑥ 《重庆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

一款。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27
条第 2 款。

③    参见《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第十七条。

④    参见《湖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办法》第十

五条。

⑤    参见《江苏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⑥    参见《天津市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指导

办法（试行）》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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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指导意见 （试行）》 ①和 《广东省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管理规定》 ②等；还有市县级地方指导

意见专门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的

《成都市温江区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管理的指导意见 （试行）》 ③ 《邕宁区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成 员 身 份 确 认 指 导 意 见 （试

行）》 ④ 《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政府关于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的指导意见》 ⑤和 《铜陵

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办法》 ⑥等文件。

另有很多省在配合 《农村土地承包法》 的实

施时制定了相关规定标准，以明晰规范认定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譬如青海、陕西、江

西、安徽、新疆等省或自治区均有该种立法，其

命名一般为“某某省 （自治区） 实施 《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办法”［22，26］。对于地方

立法而言，各级政府应该坚持法治思维［36］，用法

治方法处理问题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治理能力，而

且由地方政府先行处理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的纠

纷，也是较理想的制度选择［2］。但目前各地关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各种规则和认

定标准大相径庭。

例如，地方铜陵市以“户籍”作为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依据。在铜政办 〔2012〕 43 号

文件及其后补充的铜政办 〔2013〕 6 号通知中，

大部分情形都考虑了“户口”，但空挂户人员，

不予认定其具有挂户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靖西市则以“集体资产+生产、生活”作为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主要因素。《靖西市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成 员 身 份 确 认 指 导 意 见 （试

行）》（靖政办发 〔2019〕 51 号） 明确指出：“以

是否以本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为基本生存保障、

是否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

活关系为主要标准和条件；以是否依法登记为本

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为辅助考虑因

素，兼顾是否有丧失原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的情形”。

湖北省以“户籍+年龄”作为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资格认定标准：《湖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管理办法》 第十五条规定，“凡户籍在经济合作

社或经济联合社范围内，年满 16 周岁的农民，均

为其户籍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员”［22］。

广东省以“户籍+履行义务”作为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管理规定》（2013 年修订） 第十五条规定，“原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户口保留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

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

员”。陕西、安徽等省以“户籍+身份关系”作

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安徽省实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办法》 中

的第二章第八条和 《陕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办法》 中的第八条，在户籍

的基础上考虑了多种身份关系，如血缘、婚姻、

收养、依法移民或刑满释放。也有以“户籍+集

体决议”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

准，如 《陕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

承包法〉 办法》 中的第八条第 （五） 款明确：

“其他依法将户口迁入，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

农户代表同意的”也可认定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山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

包法〉 办法》 中第七条第三款和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办

法》中也是此类表述。

（（三三）） 司法实践与现实困境　司法实践与现实困境　

在各地的司法实践中也可见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资格认定的标准。但是由于对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和裁

判标准，实践中存在不一致和不确定性，同类案

①    参见《重庆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指

导意见（试行）》（渝农发〔2018〕325 号）第三项。

②    参见《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2013
年修订）第十五条。

③    参见《成都市温江区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温农发 [2021]14 号）

第三条。

④    参见《邕宁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指

导意见（试行）》（邕府规〔2020〕1 号）第二条至第六条。

⑤    参见《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政府关于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身份界定的指导意见》（大政规发〔2019〕1 号）第

三项。

⑥    参见《铜陵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办法》

（铜政办〔2012〕43 号）第三条、第九条和其后补充的《铜陵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铜陵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

格认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铜政办〔2013〕6 号）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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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不同法院出现了不同的司法判决结果［37］。为

实现同案同判，  处理好地方立法“满盘散沙”现

状所带来的司法难题，最高人民法院以及部分省

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相关立法意见，以指导本

地区的司法实践，为法官妥当处理成员资格纠纷

提供相应的裁判标准［22］，形成具有指导性作用的

司法裁判规则［26］。如最高人民法院 2016 年出台

的 《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 （民

事部分） 纪要》（法 〔2016〕 399 号）；地方指导

意见有如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问题的意见》（津高法民一

字 〔2007〕 3 号） 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问题的会议纪

要》（渝高法 〔2009〕 160 号） 等。

对于司法实践而言，许多裁判结果对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除了单一的“户籍”的

标准外，各地法院还兼顾考虑了土地保障、生产

生活、权利义务［28］ 以及是否拥有承包地等因

素［7］。但各地法院在是否受理的立场上，对涉及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纠纷的案件态度不

一，部分法院不予受理、直接驳回起诉；其次，

从各地的司法案例或法院指导意见中可以看到，

各地关于成员资格确认的案例繁杂分散［26］，五花

八门，难以归纳出统一的成员资格确认标准，从

而缺乏基本共识的尴尬困境，具体而言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村集体成员权益的纠纷对司法救济

的需要与部分法院不愿受理之间的矛盾。农村集

体成员权益纠纷需要司法救济，但矛盾在于最高

人民法院曾明确表示拒绝受理①，所以有部分法

院如湖南湘潭县、市人民法院②以及四川隆昌、

内江市人民法院③等以此类纠纷不属于法院受理

范围为由，不予受理、驳回起诉。江晓华对拒绝

原因作了四点归纳：“成员资格认定属于村民自

治的范围；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

纠纷；相关法律没有建立完善无法明确认定以及

应当由当地政府或立法解决。”［6］曾经最高人民法

院曾也指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

事关广大农民的基本民事权利，其法律解释权在

全国人大常委，不宜通过司法解释对此重大事项

进行规定，建议全国人大常委做出立法解释或相

关规定”［15，35］。

第二，各法院考虑因素的组合不一。如重庆

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

格认定问题的会议纪要》 中是“生产生活+最低

生活保障+户籍”因素的组合，但陕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 《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

纷案件讨论会纪要》 中考虑“户籍+生产生活+
权利义务关系”的要素组合。地方司法的裁判依

据往往也是各地的地方规章和文件，如广州铁路

运输中级法院依据 《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

理规定》 第十五条，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身份的审查标准是“户口加义务”的原则，并在

麦智涛案④中考虑了“生活保障”因素，认为上诉

人不属于必须依靠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产出取得

生存、生活保障的情形，不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资格；在外嫁女卢小娴案⑤中，广东省广州

铁路运输第一法院主要参考“户籍”因素，尽管

未出具是否履行义务证明，但户口仍在原村集体，

依然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由此可见地方

司法的裁判所考虑的因素组合也不尽相同。

第三，各法院参考要素主次关系差异明显、

重要程度不同。例如安徽省 《关于处理农村土地

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 中，以依法取得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所在地“户籍”为基本原则，兼顾在该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生产、生活及最低生活保障

的情形；但津高法民一字 〔2007〕 3 号中以“基

本生存保障”作为界定的核心标准，兼顾“户

①    2002 年 8 月 19 日，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对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徐志君等十一人诉龙泉市龙源镇第八

村村委会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纠纷一案的请示》所作的

〔2002〕民立他字第 4 号答复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土地补偿费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平

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

事诉讼的范围”。

②    参见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2018）湘 0321 民初

97 号民事裁定书和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 03
民再 55 号再审民事裁定书。

③    参见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2019）川 1028 民初

3564 号不予受理民事裁定书和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9）川 10 民终 1116 号二审民事裁定书。

④    参见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2021)粤 71 行终 244
号行政二审判决书。

⑤    参见广东省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2016）粤

7101 行初 225 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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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和“生产、生活”［22］；以及渝高法 〔2009〕
160 号中指出，“应当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

产、生活，是否依赖于农村集体土地作为生活保

障为基本条件，并结合是否具有依法登记的集体

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作为判断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般原则”，即“固定的生产、

生活”和“以土地作为生活保障”作为核心标准

的基础之上，再综合考虑“户籍”因素。很显

然，同样是“户籍”因素，却在这些司法文件中

有主次差异，重要程度不一。

四、学术观点和地方实践的异同

尽管学界关于认定的标准未统一，认定途径

中的集体决议、地方立法、司法指导和司法实践

也面临做法不一的事实困境，但总体而言，学术

界所探讨的认定原则和实质因素，均与地方改革

和司法实践具有一致性。譬如法院和学者均不再

将“户籍”作为判断是否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资格的唯一标准，而将“以土地为基本生活保

障”作为重要或核心考虑因素。同时，实践中的

不同做法也不断刺激学界讨论产生更多的观点，

更多的是学者对地方实践的总结归纳，提炼成员

资格认定的最优路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

格问题就是来源于在落实 《土地承包法》、推进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户籍改革以及“三块地”改

革试点做法。在主要考虑的因素逐渐明朗的背景

下， 2023 年新版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草

案）》 适时而生，第十二条成员确认中，明确了

确认成员资格时要统筹考虑“户籍、农村土地承

包关系、生产生活情况、基本生活保障和贡献义

务”等因素。

学界研究与地方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不同之

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认定标准的模糊

与清晰性方面。如在大部分试点实践的地方文件

和政府规章中，通常会给出认定的一般标准和原

则，同时会清晰地列举出具体标准；但学者文献

研究中则多见归纳认定的主要考虑因素，很少有

学者具体分析不同群体不同情况下成员资格的认

定标准，笔者考虑或是特殊情况和特殊人员较

多，学者们难于逐条例举之故，加之村民自治存

在较大的自主权，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

实际认定过程中更存在更多的“内部人”控制和

“多数人的暴政”，其认定标准并不一定具有合理

性和正当性。二是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确认中要遵循的基本原则理解和表述方面。地方

文件①中更多的是从认定规范途径如“依法依规、

尊重民意、因地制宜、稳妥审慎、程序规范、尊

重历史或维护稳定”来表述［1，15］。但学者秦静云

和刘高勇等对基本原则的理解还包括从探讨实质

或核心因素方面考虑，如“公平正义原则、基本

生存保障、平等原则、权利义务互联原则等表

述。三是研究范围方面。或因篇幅原因，学界对

于农村集体经济成员资格认定问题方面的研究，

更多的是关于资格取得标准的问题研究，只有江

晓华［6］等少数学者关注了资格保留和资格丧失的

情况。但在邕府规 ［2020］ 1 号和渝农发 〔2018〕
325 号等涉及成员资格认定的地方文件中，不仅

是对资格取得的情形说明，对资格保留和资格丧

失情况也进行了逐条列举。

五、结语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一直是个难

题，虽学界和地方未能有效解决，但也达成一定

的共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草案）》 便是

各方实践和研究共识的缩影。学界和地方逐步规

范使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这一概念来

指代“集体成员”；同时，就成员资格认定主体

而言，，学者们呼吁法院司法介入提供司法救济；

就成员资格认定标准而言，，大多数学者们提出城

乡一体化进程下仍以“户籍”作为成员身份确认

的唯一或实质标准已不合时宜，同时“以土地为

基本生存保障”作为重要考虑因素基本成为共

识。这些研究将推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的

正式出台和完善。

未来研究的主流方式，应该依然是对地方立

法和司法裁判等实践的总结分析，提炼经验，使

得地方政府能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做出具体的规

定。并且学界对认定标准的研究更倾向于基于不

同视角或理论来分析，提炼核心或实质因素如

“基本生存保障”，为未来立法提供思路。同时坚

持司法的介入，通过各地司法裁判和立法来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和省级层面立法提供经

①    参见渝农发〔2018〕325 号、温农发〔2021〕14 号、大

政办发〔2019〕4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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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户籍改革后，一旦实现户籍管理与社会福利

脱钩，“户籍”因素将不再作为唯一甚至主要的

判断标准依据，如宋志红教授所言，或将更看重

在该村居住的事实和对集体的贡献［34］。所以除了

“基本生存保障”标准，还有“居住事实”和

“对集体的贡献”或“履行集体义务”这些因素

的重点考虑应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但基于学术界对成员资格认定缺乏理论依

据，未来的研究应注意融合理论指导，统一认定

的原则，为资格要素的形成奠定理论基础；同时

要针对具体特殊群体如外嫁女、在校大学生和征

地农转非人员，分别讨论研究如何认定其资格，

确保其权益。此外，鉴于各地情况不一，完全统

一的国家标准或不具有可行性。犹如 2020 年农业

农村部印发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 （试

行）》 中为取得本社成员身份的条件留白，国家

层面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等立法也应是仅给

出核心和综合考虑要素，为下位法和地方实践预

留空间［9］。此外，要尽可能做到各省-市-县逐

级制定具体的指导意见，最大限度地统一省内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标准。最后，对

于其他特殊情况人员，还要充分发挥监督机制下

的村集体决议。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

认定提供一个清晰的认定思路或衡量标准道阻且

长，但行则将至，做则必成，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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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membership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 research perspective based on literature and local practice

AN Haiyan1，HE Jinbiao1，CHEN Jie2

（1. School of  Economics，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China；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1，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second round of 
land contract extension pilot project， how to achieve mass recognition and clearly define the membership of collective economic or⁃
ganizations is the most urgent issue in rural China at this stag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status quo of membership accreditation of ru⁃
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of membership accredit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aca⁃
demic literature， local and judicial practice.  It is summarized that the concept of "member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
tions" has been gradually standardized in academic circles and policies， but the specific standard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member⁃
ship have not been unified， and the realistic difficulties is that collective resolutions， local legislation， judicial guidance and judicial 
adjudication have different practices.  Finally， it points out the mainstream and direction of future academic research， and stresses 
that the future legisla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should merely focuses on the core elements or basic standards while specific stan⁃
dards should be left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decide according to the local condition， leaving enough space for local practice.
Keyword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Membership；Identification criteria；Theor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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